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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海开埠后，英美租界与法租界迅速崛起为城市重心，传统老城厢在城区面积与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上则开始相对衰落。 在此过程中，上海本地士绅与外来华人移民依托老城厢的慈善组织与资源，通
过众人接力和代际传承方式不断向租界拓展慈善救助事业，不仅为租界发展注入了华人力量，更借此积极

融入租界都市社会。 本地慈善家与外来华人移民通过在老城厢、租界及闸北新城区慈善组织中的交叉任

职，编织起一张庞大的慈善网络。 这一网络既强化了华人社群的内部凝聚力，为应对外侨竞争提供了坚实

基础；又有力推动了新兴都市社会的整合，成为华人参与并影响租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方式。 在近代上海

都市化进程中，租界华人慈善事业的持续拓展，既深刻折射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与文化所蕴含的强大生命

力和整合力，更有力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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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在老城厢北面先后开辟了英租界、美租界和法租界（英美租界后来合并成为
公共租界）。 在租界发展的同时，闸北迅速城市化，成为一个新城区。 南面的老城厢和北面的闸北区

由中国市政当局管理，而占据中心位置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主要由外来的英美法等国侨民和殖民者
管理，由此形成近代上海“一城两制三府四区”的特殊市政格局。 租界不断扩张，从最初的几百亩扩
大到数万亩；人口也不断增加，城市化迅速推进，上海城市重心无可避免地向北转移。 在此过程中，中
国传统民间慈善组织也随之在两租界遍地开花。 本文想讨论的是：在两个被洋人实际控制的租界新

城区，华人慈善组织如何进入并发展？ 作为移民社会的上海，外地华人如何参与上海慈善事业？ 华人
慈善组织在一个“华洋杂处”、移民与土著并存的新兴都市中，如何发挥整合异质社会的功能？①

一、“接着办”与“照着办”：华人慈善事业在租界的扩展

１８４３ 年 １１ 月，根据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五口对外通商，上海正式开埠。 上海“以港兴市”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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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上海慈善史研究的梳理，参见阮清华：《慈航难普度：慈善与近代上海都市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

版，第 １１—１９ 页。 关于本地人和华人移民对上海租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各方面涉及者众，而专题论述者则少，
可参见张济顺：《张在新与清末民初的译书及辞书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熊月之主编：《上海

通史》第 １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１７１—２３０ 页；周武：《近代口岸社会再认识———晚清上海城市社会变迁的

几个问题》，《学术月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许国兴、祖建平主编：《老城厢———上海城市之根》，同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版；易惠莉：《同光年间上海本邑绅士的生活价值取向———以张焕纶为主要考察对象》，《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５ 年第 ３、４
期；［美］顾德曼著、宋钻友译、周育民校：《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１８５３—１９３７）》，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等。



点在这个时期已经非常明显，县城内外临近黄浦江的东面和南面比较发达，而西面和北面都还没有发
展起来，尤其是城墙之外的北面和西面是农田环绕的未开发状态。 此时城厢内外比较繁华的城市化
区域约两平方公里（３０００ 亩左右），居住人口 ２０ 万左右。①

１８４５ 年，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夏礼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草拟《上海土地章程》，正式在县城北面洋
泾浜以北地区的 ８３０ 亩土地上设立英租界；１８４８ 年，扩展到 ２８２０ 余亩，北面离苏州河南岸仅剩一步
之遥。 同年，美国传教士文惠廉与代理上海道台吴健彰口头约定，在苏州河北岸虹口地带设立美租
界，具体界址未定。 次年，法国人在县城城墙北面和洋泾浜之间的 ９８０ 亩土地上建立法租界。 至此，
县城北面靠近黄浦江岸线的地段基本上被三国租界瓜分。 此后，英、法租界向西拓展，从陆上包围县
城；美租界则向东北方向扩张，继续抢夺黄浦江岸线。 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上海两个租界和越界筑
路地区面积达到 ６０ 多平方公里②，是开埠初期上海老城厢面积的 ３０ 余倍。 而华界老城厢南面和东
面被黄浦江阻隔，北面和西北面被法租界包围，可以继续拓展的空间只有西南城外一小片地方。 因
此，随着城市重心向城北租界转移，华界老城厢的发展空间被严重压制。

在租界建立后，上海老城厢传统慈善组织几乎是紧跟着租界的扩张步伐而不断拓展在租界内的
慈善救济业务，并在坚守中不断学习外来的慈善理念和方法，不断进行组织调适和改组，以适应新的
都市环境需要。 根据现有资料可知，晚清到民国结束，整个上海新建华人慈善组织至少 ２４５ 个，见表
１。③ 清代前中期，上海慈善组织的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于城厢内外，各乡镇有零星分布。 晚清时期，老
城厢地区新建慈善组织最多，公共租界和乡镇亦建不少，法租界有 ２ 个，华界新城区闸北有 ５ 个。 民
国时期，公共租界地区新建慈善组织数量远远超过老城厢，但老城厢地区慈善组织的数量依然多于法
租界和其他乡镇，闸北区的慈善组织在这一时期也有发展。 法租界在 １９１４ 年最后一次大扩张后，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迅速繁华起来，因此这一时期法租界新建了不少慈善组织。

表 １　 上海慈善组织的区域分布（单位：个）

地区
时段

１７１０—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１９１２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老城厢 ６ ３１ ３３

公共租界 ０ ２１ ５４

法租界 ０ ２ ２３

闸北 ０ ５ １３

其他乡镇 １４ ２１ ２３

合计 ２０ ７９ １４６

　 　 资料来源：阮清华：《慈航难普度：慈善与近代上海都市社会》，表 １—１、表 １—５ 和表 ３—１０。

　 　 租界在短期内迅速兴建的大量华人慈善组织，与老城厢传统善会、善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１８６０ 年，英租界建立了第一个华人慈善组织同仁保安堂。 其创办缘由是因为租界“未有善堂收
埋毙尸事宜”，因此由同仁辅元堂任之，但由于城墙和壕沟阻隔，且距离较远，“报殓需时”，又由绅商
席裕宽、张斯臧、张聚云、瞿开琏、谢荣施、陈熙元等创设同仁保安堂，与同仁辅元堂分工办理慈善事
业。 英美租界埋骼、收尸事宜归同仁保安堂负责，法租界和老城厢归同仁辅元堂负责；而租界恤嫠、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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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薛理勇：《旧上海租界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６ 页。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２７１ 页。
这里统计的是我们确切知道成立时间，并且确认了其大致位置的慈善组织（不能完全排除少数地址有误或区

域判断有误），不包括部分知道名字，但没有具体成立时间、地点等信息的组织，也不包括行业、同乡、宗教等团体设立

的具有慈善功能的组织。



老等事宜则“皆仿同仁辅元堂行之”。 也是因为这次分工，１８６２ 年同仁辅元堂在法租界设立了分堂，
办理法租界掩埋事宜。① 由此可知，在此之前，设在城内的同仁辅元堂已经主动承担起了两租界内的
路毙尸骨收敛、掩埋工作，应该是最早进入租界推行善举的华人慈善组织。

同仁永善堂是公共租界比较早的综合性善堂，创办于同治八年②，由王承绪、同养信、郑增华等奉
上海县令之命设立③，设有南北两堂，办理施粥、恤嫠、赡老、义塾、施衣、施米等十项善举。④ 目前我
们缺乏更多关于该堂的信息，但堂曰“同仁”，也许与同仁辅元堂有关，或者可能受到同仁辅元堂的影
响而办；南堂设大北门外西首，北堂设盆汤弄，先南后北，从靠近华界的法租界开始创办，后到公共租
界设北堂，似乎也能看出其发展轨迹。⑤

闸北新城区较早设立且影响比较大的慈善组织是同善粥厂，同样由来自老城厢的果育堂和普育
堂董事联合创办。⑥新普育堂是另一个典型例子。 １９１２ 年 ３ 月，为应对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倒台而失去
官款补助，慈善组织难以为继的局面，果育堂、普育堂等老城厢 １２ 家慈善组织在同仁辅元堂商定成立
上海慈善团，“酌盈剂虚”，统一管理所有老城厢慈善产业，统一规划办理各项善举；并商定成立新普
育堂，集中办理收养穷民无助者以及施医给药等业务。⑦ 新普育堂在老城厢成立后，即开始积极拓展
界外业务，１９１６ 年在江湾、１９１８ 年在松江设施医分局，１９２０ 年在闸北、公共租界的杨树浦等开设施诊
分所多处，到 １９２１ 年，在老城厢以外的施医分局即达八处之多。⑧ 也就是说，新普育堂是继承老城厢
普育堂而来，随后在上海各城区和多个乡镇设立分支机构，基本上就是老城厢华人慈善组织走向租界
和新城区的缩影。

这些慈善组织主要由上海士绅和外地来沪移民在新城区“接着办”老城厢原有的善举，基本上是
将老城厢慈善组织“复制”到新城区，或者是设立新的分支机构。 还有一类慈善组织则是外来移民仿
照老城厢慈善组织的形式，在租界等新城区“照着办”善举；有些与老城厢慈善家群体合作创办新慈
善组织，或者在新组织中吸收老城厢慈善界人士加入董事会等管理机构，继续“照着办”慈善。

设立于公共租界的仁济善堂是后一类组织的典型。 仁济善堂建于 １８８０ 年，亦称沪北仁济堂，以
区别于老城厢仁济堂（其后来将业务移交给了果育堂）。 同年，外地在沪士绅陈凝峰等 １０ 人集资在
英租界租赁民房开设文明局，是为仁济善堂前身。 文明局最初仅办理惜字和放生两项非常传统的善
举。 １８８１ 年，文明局会员增加 １２ 人，善举也扩展了印送善书、施衣和给米三项。 此后局所改租到大
马路（今南京路），改名中和局。 １８８３ 年是该局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是年陈竹坪、李秋坪⑨等 ３０ 位沪
上名流加入，并将局所迁移到六马路（今北海路），正式改名为仁济善堂。 １８８４ 年，仁济善堂在北新泾
设立分堂。 １８８５ 年，施善昌〇I0将丝业公所收到的因冬天结冰封河而无法北运的各省赈捐中部分剩余
棉衣，以仁济善堂的名义分发给了沪上推小车的穷人。 此事进一步扩大了仁济善堂的影响。 此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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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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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〇I0

⑥民国《上海县续志》卷 ２《建置》，（台湾）成文出版社 １９７０ 年版，第 ３１２、３１５ 页。 从有限资料可知，这些创设善

堂的人中既有上海老城厢本地士绅，亦有外地到沪经商致富者。 席裕宽，字华峰，苏州洞庭人，上海开埠后在洋泾浜

附近开杂货店起家，后创办华记栈，成为沪上富商，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进攻上海时都曾捐款助清军，后获同知、
道员衔，并赏花翎。 张斯臧，字宝楚，冯泽夫编《英话注解》时专门找他会商，可见其懂英文。 瞿开琏是老城厢士绅，积
极参与同仁保安堂的创办。 陈熙元可能是嘉定人。

《善堂案结》，《申报》１８９５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第 ３ 版。
《永善堂告白》，《申报》１８７３ 年 １ 月 ９ 日，第 ５ 版。
《书论善举后》，《申报》１８７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第 ３ 版。
《同仁永善堂司董来启》，《申报》１８８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第 ４ 版。
民国《上海县志》卷 １０《慈善》，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７５ 页。
《新普育堂十周年纪念会》，《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第 １１ 版。
陈竹坪，浙江湖州南浔人，著名丝商，“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能通译西语，而出以诚笃，中西丝商倚之为长

城”，曾任美商旗昌洋行买办，江南义赈绅商领袖之一。 李秋坪，江西人，著名丝商，曾任高易洋行买办，创办高易筹赈

公所，积极参与两粤、江南、河北等地义赈。
施善昌，浙江湖州人，著名丝商，长期担任上海丝业公所总董，江南义赈领袖。



外地来沪巨商朱葆珊①、叶澄衷②等人赞助下，集资 ２０００ 元，在六马路购地 ４． ５ 亩，兴建楼房、平房 ３０
余间，作为仁济善堂办公场所，并延聘施善昌、李秋坪、刘芬相继驻堂办事。 在施善昌等人的主持下，
仁济善堂业务不断扩展，举凡恤嫠、赡老、施米、施医药、施材、宣讲乡约、义塾、粥厂、义冢、掩埋、育婴、
协赈等各项善举无不办理。③

施善昌、李秋坪等作为晚清义赈领袖，在此后历次各地灾荒救济中，都通过仁济善堂开展收捐和
赈济工作，“先后十六年，助振十三省，募款至二百余万金，传旨嘉奖者七次”，有力地扩大了仁济善堂
的影响。 同时，施善昌还在家乡浙江湖州创设仁济善堂，参与赈济工作。 上海仁济善堂于光绪五年在
李鸿章的奏请下获得御赐“惠周泽洽”匾额，施善昌本人获得光绪帝御赐“心存济物”匾额，都在无形
中增加了该堂的名望。④ 由此可见，仁济善堂的创建和发展具有偶然性，很难说是为了对抗同仁辅元
堂和果育堂而设立。⑤ 与其说是对抗，不如说是外地来沪绅商在租界“接着办”（仁济堂）或“学着（同
仁辅元堂）办”慈善，这是老城厢华人传统慈善事业的扩展，也是外地来沪华人积极参与租界都市化
过程的举措。 如果有对抗，那也主要是对抗洋人，而非老城厢华人；即使有竞争，也是为了更多救助弱
势者，更好维护都市社会发展，共同促进慈善事业的进步，而非主动获得功利性目标。

１９１９ 年，仁济善堂改组董事会，朱葆珊出任总董，王一亭和施善昌的儿子施则敬出任副总董，黄
涵之等参加董事会，“拟改良，力图完善”。⑥ 仁济善堂慈善事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另外，由于
仁济善堂位于公共租界六马路，交通便利，屋宇恢宏，经常成为其他慈善组织和社会团体开会议事之
处，如 １９２２ 年上海中医联合会即在仁济善堂召开；⑦１９２７ 年普善山庄也曾借仁济善堂开董事会。⑧
这些都有助于提升仁济善堂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仁济善堂不断添置产业，尤其是在租界繁华地段购
置房地产。 到 １９３１ 年，其拥有各处地产 ６１． ８ 亩，总价值 １７４ 万元；房产 １９２ 幢，总价值 ２０ 万元，大多
数用于出租取利维持善举。 其地产和房产价值在上海主要慈善组织中仅次于上海慈善团。 １９２８—
１９３０ 年间，仁济善堂每年房地产租金收入高达 ８ 万余元，占其全部收入的 ８０％ 左右。⑨ 因此其慈善
活动经费比较稳定且可靠，这也为其持续不断地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仁济善堂机构的完善和财产规模的不断增加，尤其在施氏父子、李秋坪、王一亭等人的努力
下，其影响力也与日俱增，逐渐发展成公共租界最主要的慈善组织。 １９２７ 年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成
立后，决定将会所设在仁济善堂。〇I0 在此之前，同仁堂是晚清上海“诸善堂之冠”；〇I1辛亥革命后成立
的上海慈善团，则将事务所设在同仁辅元堂。〇I2 而慈联会会所设到仁济善堂，既是对仁济善堂在整个
上海慈善界地位的肯定，也象征着上海慈善事业的重心已经从城内转移到城北、从老城厢转移到了公
共租界。 这既是上海慈善事业空间扩张的体现，更是上海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上海租界都
市化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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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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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葆珊，又名朱葆三，浙江定海人，日商平和洋行买办，先后创办或投资于华安水火保险公司、鸿源纱厂、大生

轮船公司、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华商水泥公司等众多现代企业，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 先后参与创办或管

理中国红十字会、四明公所、上海公立医院、仁济善堂等众多公益、慈善组织。
叶澄衷，浙江镇海人，时人称其为“五金大王”，后投资银钱业、房地产业和沙船业等多个领域，并办有鸿安轮船

公司、燮昌火柴厂、纶华缫丝厂，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出巨资创办澄衷学堂等。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 ２１《游寓》，第 １４ 页；霍会峰：《上海仁济善堂研究（１８８０—１９５４）》，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２００８ 年，第 ５—６ 页。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 ２１《游寓》，第 １４ 页；光绪《归安县志》卷 １８《经政略五·户口附善举》，清光绪八年刊本，

第 １６—１７ 页。
［日］夫马进著，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５７７ 页。
《沪北仁济善堂广告》，《申报》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第 ３ 版。
《中医学界之大联合》，《申报》１９２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第 １４ 版。
《普善山庄董事会记》，《申报》１９２７ 年 ６ 月 ２１ 日，第 １５ 版。
胡兵：《上海仁济善堂的经费收支及相关因素分析（１８８０—１９５４）》，《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各慈善团体组织联合会》，《申报》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６ 日，第 １５ 版。
同治《上海县志》卷 ２《建置》，清同治十一年刊本，第 ２３ 页。
阮清华：《慈航难普度：慈善与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第 ９０ 页。



如前文所述，公共租界在民国时期至少新成立了 ５４ 个慈善组织，法租界新建 ２３ 个，两者合计 ７７
个，超过整个上海地区新建数量的一半。 而且，租界地区此前已经建立的慈善组织也大多仍在继续发
展，数量、规模和影响力都得到了迅速提升。 并且，两个租界和闸北地区早期的华人慈善组织，实际上
都是由老城厢慈善组织扩展而来，或者至少是在其影响下设立。 租界和闸北新城区甚至包括部分乡
镇地区慈善组织的建立，是老城厢华人绅商积极主动参与都市化进程的结果，或者说以老城厢为代表
的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在上海都市化进程中并未缺席；在租界和闸北新市区的发展中，同样可以看到老
城厢的影响，更可以看到上海本地和外来华人绅商的巨大作用和贡献。

二、“有城不若无城富”：城市重心位移与华人慈善群体的代际传承

近代上海兴建了数以百计的慈善组织，背后则是数百、数千个善士在维持和张罗，同时吸引成千
上万乃至数十百万普通民众参与捐助和奉献。 有学者专门讨论过近代慈善家群体，但大多只提到那
些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如经元善、谢家福、盛宣怀、施善昌、郑观应、严佑之、张謇、熊希龄、李平书、
王一亭、施则敬、沈敦和等人，且未对这一群体具体化，读者依然只能得到一个模糊的印象。① 这些人
中，除了李平书是上海老城厢土著出身、经元善长期活跃于老城厢外，还有很多长期活跃于上海租界
慈善事业中，几乎都是外地移民，他们在上海租界慈善事业中的崛起，正是借道老城厢慈善组织和中
国传统慈善文化的结果。

近代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的主事人群体有一个明显的迭代过程，即从本地家族传承到外地移民精
英主导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与慈善组织从老城厢向租界的扩张和发展几乎同步发生，其背后则是近
代上海城市发展重心的位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城市精英阶层的代际传承。 老城厢慈善组织的
发展具有家族传承的特色，尤其是创办者家族在后世的管理层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慈善组织进入租
界后创始人家族逐渐失去对慈善组织的控制，代之以各种力量的参与和共同维持。

１８００ 年，在上海知县汤焘倡议下，上海地方士绅，也是老城厢著姓朱氏家族的朱文煜②、号称“城
西首镇”的法华镇士绅徐思德③等倡设同仁义冢；１８０４ 年，上海士绅在城内药局弄购买乔氏房屋，正
式设立同仁堂。 司总李炯④、朱朝坤、陈元锦⑤、乔钟吴⑥、张梦松、李心泰等，司事者曹鸿焘、陈昇、瞿
安楷、唐国壅、唐家松、田树基、龚淦、朱文煜、陆锡眉、孙馨、张士谟、沈基丰、曹洪怒、江发瑞等多为上
海本地人。⑦ 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同仁堂创始人家族始终在管理人员队伍中占据重要地位。⑧

１８４３ 年，上海梅益奎与海门施湘帆、慈溪韩再桥等募捐设立施棺栈，司事者朱增龄、朱增惠、王
揆、江驾鹏、李成凤、沈崑、费培镇、陈炳奎、林灏、龚锡华、金修椿、郭儒栋等。⑨ 越三年，赁药局弄同仁
堂后陆氏房屋设施医局，合局栈为一，定名辅元堂。〇I0因此同仁堂和辅元堂此时已经设到一起了，堂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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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庆：《近代中国社会慈善家群体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１ 页；廖良梅：《近代中国

社会慈善家群体的慈善事业述论》，《求索》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２ 期。
参见徐侠：《清代松江府文学世家述考》上册，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５８２—５８４ 页；吴仁安：《明清时期上

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４０７—４０８ 页。
徐思德，上海县人，出生于城西法华镇，嘉庆四年倡捐重建法华镇百步桥。 嘉庆二十三年，同仁堂再次重修该

桥。 参见民国《法华乡志》卷 ２《津梁》，上海书店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４２ 页。
李炯，著有《蔚云诗屋文稿》，多次参与法华镇灾荒赈济，与其他士绅一起设立粥厂施赈、办理平籴等。
陈元锦，嘉庆六年还捐建露香园清莲阁大士殿、海印堂等。
乔钟吴，字云门，号鸥村，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先后出任直隶满城知县、甘肃岷州署盐茶同知，以母老告养归里，

丁艰不复出。 曾祖乔恩，自闵行镇迁县城，以服贾致饶，乐施好善；祖父乔起凤亦有善名。
〇I0同治《上海县志》卷 ２《建置》，第 ２３ 页。
［日］夫马进著，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 ５４２—５４３ 页。
这些人可能都是上海人，部分人信息不全。 王揆，字永锡，号冶山，国子生，上海著名沙船商人，熟悉洋情。 江

驾鹏，字翼云，号果存子，上海人，诸生，工医善文，参与多个慈善团体创办，１８４６ 年与陈炳奎、叶介寿等募捐设立全节

堂，还与费培镇、欧锡麟等集资创办老城厢另一著名慈善组织果育堂。 郭儒栋，字盎森，号松云，上海人，恩贡生，博

学、工诗、善画。



前后相连。
同仁堂办理恤嫠、赡老、施棺、掩埋、义学、助贫诸项善举；辅元堂主要办理施医、施棺、掩埋诸事，

在业务范围上有重合，故夫马进认为二者有竞争和对抗。① 此说值得商榷。 同仁堂基本上是上海本
地人所办，但辅元堂首创者除梅益奎是上海人外，明确的还有海门施湘帆、慈溪韩再桥，也就是三位首
倡者中有两位是外县人。 梅益奎，字再春，在县志中也只讲了两件事，“幼孤，与弟友爱敦笃”，“中年
后专办地方善举”，除了创办辅元堂外，也为同仁堂、育婴堂“置田数千亩”。 其他二人在府志和县志
中均只因辅元堂而出现过名字，没有其他事迹入志。② 府、县志如此简单地记载，可能意味着此三人
并不一定具有与本地士绅“竞争”“对抗”的需要和本钱。 何况梅益奎既是上海人，也参与同仁堂的管
理工作。 另外，在两堂的主要司事和司总中，最早响应知县汤焘倡议参与同仁义冢创设的朱文煜，其
伯父朱朝坤后来成为同仁堂司总，其子朱增沂、增惠都做过同仁堂司赡老和司义冢的工作；其侄朱增
龄又是辅元堂的司事。③ 可见，主要由外地人组建的辅元堂成立后，上海本地慈善家群体并未阻止或
破坏，反而积极加入，共同推进老城厢慈善事业的发展，这与近代天津慈善事业发展中本地慈善家群
体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类似。④ 因此，同仁与辅元二堂可能不存在所谓竞争的问题，而恰好反映出中国
传统慈善组织的创建具有“传、帮、带”的特点。 梅益奎参与过同仁堂善举，又偶然获得杭州赊棺规
条，于是邀集好友另行创办辅元堂，并吸收有创办同仁堂经验的朱氏兄弟和其他同好一起参与管理工
作。 这一模式与明末同善会和余治倡导的育婴堂创立有异曲同工之妙。⑤ 同一个人参与创办或主持
多个慈善组织，或者任职于多个善会善堂，正是中国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

１８５５ 年，清政府收复被小刀会起义军占领的上海县城后，开始战后重建。 既是同仁堂董事，又是
辅元堂董事的经纬，将二堂“合而为一”，取名“同仁辅元堂”。 经纬是浙江上虞人，年轻时到上海学做
生意，创办仁元钱庄和经正记沙船行，“白手致富十余万金”，后来甚至“积财至四五十万”之多，一度
成为上海钱业领袖和“船商之最著者”。 他热心公益事业，１８４７ 年被推举主持辅元堂，次年兼理同仁
堂和育婴堂。⑥ 同仁堂与辅元堂不仅堂址前后相连，善举内容也有诸多相同之处，而且主事之人有多
位来自同一个家族，还有像经纬这样身兼二堂董事者，为二者的合并奠定了基础。 同仁辅元堂，将二
者名字都包含进新堂名称中，也意味着两堂是为了共同推进慈善事业而平等合并，显示出外来移民已
经深度参与到老城厢慈善事业发展中。

１８６４ 年经纬去世后，其子经元善不仅继承了其产业，也积极参与上海慈善事业，继续担任同仁辅
元堂董事，并在 １８７７ 年协助老城厢另一家重要善堂———果育堂开展协赈活动。 １８７８ 年，果育堂董
事、老城厢世家代表之一的瞿世仁病故后，经元善又被推举为果育堂负责上海收解协赈款的主事
人。⑦ 正是通过参加协赈活动，使得经元善开始涉足洋务，从钱业经营转向近代工商企业，１８８１ 年成
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并将上海电报局发展成当时效益最好的电报企业之一。⑧ 经氏父子从浙江上虞
到上海创业，从钱庄和沙船运输业向近代洋务企业的转变，正是上海开埠后主要经济形态的一次转
变，而两人都在经营主业的同时积极参与上海慈善事业，也因广泛参与慈善事业而融入上海乃至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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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上海县续志》卷 １８《人物》，第 ２１４ 页。
《上海同仁堂征信录（道光十一年）》，转引自［日］夫马进著，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第 ６０３ 页。
郝红暖：《明末至民国前期天津慈善组织的演变与特点》，《安徽史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５１—５３ 页；［日］夫马进著，伍跃、杨文

信、张学锋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 ７９—８９、２７８—２８２ 页。
光绪《上虞县志》卷 １３《列传·人物》，清光绪十七年刊本，第 １ 页；朱浒：《经元善：从旧式商人到新兴绅商的新

陈代谢之路》，《浙江档案》２０１４ 年第 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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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网络之中，并获得进一步扩张营业的机会。
近代上海最重要的慈善家王一亭则是从洋行买办向现代工商业者转变的典范。 王一亭是浙江吴

兴人，早年到上海钱庄做学徒，１９０７ 年后成为日清轮船公司买办，后广泛投资于现代金融和工商企
业，并大获成功，成为沪上华商翘楚。 王一亭一生向善，积极创办或参与管理了众多的善会善堂，与之
有关的慈善组织遍及老城厢、法租界、公共租界、闸北甚至部分乡镇；如果再算上通过其领导的上海慈
善团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资助和指导下的慈善组织，那就更多了。 在王一亭发起创办或参与管理
的慈善组织中，每一个组织的管理机构或董事会中都会有部分人员与其他组织重合，所以以王一亭为
中心实际上织成了一张慈善家网络。

近代上海开埠后，城市经济主业逐渐从沙船运输、传统金融等向现代工商业和现代金融业转变；
部分新兴的洋行买办在获得高额报酬的同时，果断捕捉商机，成功转身成为现代工商业者。 他们在获
得经济利润和社会地位的同时，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利用老城厢慈善组织和传统慈善文化，在租界和
新城区积极推广中国慈善事业，并且前赴后继，一代代接力而行，呈现出明显的代际传承特征。

三、“交叉任职”与华洋竞争：慈善网络与都市社会整合

随着上海老城厢主要善会善堂不断向租界和闸北推进，善堂主持者们逐渐参与到租界和闸北慈
善团体董事会，甚至成为主要领导者。 １９２０ 年前后，同仁辅元堂总董、上海慈善团董事会主席王一亭
先后出任仁济善堂副总董、总董，闸北普善山庄总董等。① 同仁辅元堂和上海慈善团其他董事如黄涵
之、杨东山等人也纷纷进入租界和闸北其他大型慈善组织的董事会，或成为直接负责人，如黄涵之担
任过仁济善堂董事长。 与此同时，仁济善堂、普善山庄、闸北慈善团等租界和闸北地区慈善组织的董
事会成员也积极参加上海慈善团等旧慈善组织的董事会，从而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②
１９２７ 年，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的成立，实际上将这些相互任职的慈善组织进一步联合起来，从而形成
更为强大的巨型慈善群团，成为上海慈善界事实上的领导者。

在各大慈善组织主要负责人“交叉任职”的同时，上海主要慈善组织的负责人身份也在继续变
化。 同仁堂主要由本地人创办，辅元堂的主要创办者中有两位是外地人，到同仁辅元堂组建后，虽然
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同仁堂创始人及其后代的作用③，但更多与创始人没有任何关系的上海人及外
地人参与该堂的管理。 原来慈善组织的创始人以船商为主，随着沙船业的衰落，钱业、洋布业等与西
方贸易更为相关的行业商人及买办开始参与到慈善组织的创建和经营之中。 在租界，丝业商人如仁
济善堂的施善昌、李秋坪等人一度在善堂管理上居于主导地位。 随着现代工商企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金融业商人如严信厚④等开始在仁济善堂等的经营上发挥主要作用。 另外，进入民国以后，一批有钱
有闲有身份有名望，且很多身兼诸多角色的著名人物，纷纷寓居上海，或是创业有成身退或半退，如王
一亭、张謇、刘鸿生、荣德生、朱葆珊、虞洽卿等，或是军政失利下野，如朱庆澜、黄涵之等，或是前清遗
老遗少，如关絅之等人，或是宗教界人士，如圆瑛法师、屈文六等，甚至如黄金荣、杜月笙等帮会大佬亦
热衷于参与慈善事业。 因而到民国中后期，各传统善会善堂董事会格局大多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一群
体的身份、地位往往比此前那些善堂创始人或其后裔更高，也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加入各董事会后，
使得这些善堂之间的联合更为可能，这也是 １９２７ 年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成立的前提，同时也是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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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一民：《海上慈善界奇人王一亭》，潘君祥主编、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编：《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刊》第 ２ 辑，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８５ 页。
《上海慈善团董事会名册》，上海市档案馆藏，编号：Ｑ６ － ９ － ４５。
［日］夫马进著，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 ５４３ 页。
严信厚（１８３８—１９０７），原名严经邦，字筱舫（小舫），号石泉居士，浙江慈溪人，做过当铺学徒、银楼伙计，经营盐

业致富，后开设源丰润票号，业务遍及全国，开设物华楼金店、老九章绸缎庄，经理上海道库惠通官银号，创办中国通

商银行，任第一任总经理、总董、上海分行董事长，参与创办四明银行和华兴保险公司，成为一名跨越多个行当的实业

家、金融家。 自 １８９６ 年施善昌去世后，严信厚成为仁济善堂在《申报》上发布广告和征信录署名最多的人，而且时间

达 １０ 年之久，但目前没有资料表明他是否以及何时担任过仁济善堂的总董。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能够有效运转的重要基础。
华人慈善人士在各善堂的相互渗透和最终联合，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上海慈善界的团结与合作，

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应对另一具有竞争性的对手———租界洋人。 华人慈善家和在上海的绅商积极利
用租界“未有善堂”的局面创办新的慈善组织，既是华人精英面对租界贫苦无依者的自然选择；亦是
在一个全新的都市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激流勇进，主动参与都市建设的方式；更是在租界内与洋人
开展竞争，维护新都市社会市容市貌和民族尊严的重要方式。 遭遇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绅商，
在克服初期的困惑后，积极投身都市社会建设，化危为机，不仅获取大量财富，同时将部分财富回报社
会，开展慈善救济、市政建设、卫生管理等。 维护市容市貌，在他们看来同时也是维护自身尊严，进而
维护国家民族尊严。 租界内早就有由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创办的慈善组织，如 １８６９ 年天主教拯亡修
女会创办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１９０３ 年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创办尚贤堂等。① 圣母院育婴堂规模宏大，
影响深远，是晚清民国时期全国闻名的天主教慈善机构。② 尚贤堂主要以“国际学会”的名义活动，所
办学术和教育有比较大的影响，也办有医院、义学，参与义赈等慈善活动。③ 租界内还有大量专门救
助本国侨民的慈善组织，１９２７ 年能够给租界内洋人提供免费医疗救助的外国慈善组织就至少有
３１ 个。④

华人慈善组织与租界和洋人慈善组织之间，既有抗拒与竞争，又有学习、模仿与合作，同时还具有
维护民族尊严的一面。 租界诸多慈善组织的设立，直接缘于华人看到界内诸多不合时宜的现象，认为
有碍观瞻，或于卫生文明不合，有损国人形象或予外人以话柄，因而建立慈善组织，开展相关业务，如
收尸、掩埋，甚至收养游民、乞丐等，都有维护华人形象，维护民族尊严之意。

总之，新、旧华人慈善组织与华界、租界华人慈善组织主要负责人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交叉任
职”，进一步增强了华人在近代上海都市化尤其是租界都市化进程中的影响力，也在与洋人的竞争中
维护了自身的体面。

结语：慈善是城市融合的社会媒介

上海开埠后，随着县城北面租界区的出现和快速城市化，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城不若无
城富，第一繁华让此方”⑤，城市重心转向租界。 在此背景下，老城厢传统民间慈善组织随之不断向新
城区扩张，慈善家们也开始向租界转移，在洋人控制下的租界内接着开展各类慈善活动。 与此同时，
移民到沪的外地人，一部分借助原有慈善组织，积极参与上海慈善活动，“接着办”慈善；另一部分则
仿照老城厢慈善组织，在租界内另起炉灶，新设善会善堂，“照着办”慈善。 这些都是借助传统慈善资
源和慈善文化到租界开疆拓土的必然结果。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流动与近代慈善是双向
驱动的”⑥，就上海来说，城市化区域扩展与近代慈善也是双向驱动的。 综合来看，近代上海民间慈善
组织的基本发展路径是从老城厢向英美租界、法租界和闸北新城区扩张；周边乡镇则继续延续着传统
路径发展。 早期在两租界和闸北等新城区出现的慈善组织，大多直接由老城厢慈善组织兴建，是旧慈
善组织的新分支；后期的慈善组织虽多由外来华人移民新建，但有明显模仿或学习老城厢慈善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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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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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２ 年法国人在上海创办有首善堂，这个以“善堂”为名的组织实际上是一个专门从事房地产管理和收租的机

构，主要资助教会的活动，未见其开展一般慈善活动。
张化：《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婴儿死亡率揭谜》，《世纪》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霍沁艳：《尚贤堂研究（１８９４—１９２７）》，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 年；饶玲一：《尚贤堂研究（１８９４—１９２７）》，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 年。 不过，这两篇同名学位论文，都很少提及尚贤堂的慈善事业。 事实上李佳白及尚贤

堂在参与中国慈善尤其是义赈等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当时的许多报纸均有相关报道，如许士骐撰《记德国名汉学

家卫理贤博士》（《申报》１９３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第 １６ 版）就特别提到尚贤堂“办理慈善事业”的事情。
《工部局卫生处关于病人免费入院手续事宜（１９２７—１９２８）》，上海市档案馆藏，编号：Ｕ１ － １６ － ５３０。
颐安主人编撰：《沪江商业市景词·南北两市》（１９０６ 年），潘超、丘良任、孙忠銓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第 ２

册，北京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６２—２６３ 页。
周秋光、万佳敏：《论社会流动对慈善近代化的驱动作用》，《安徽史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印记。 不管是“接着办”，还是“照着办”，都显示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在近代上海都市化进程中的巨
大作用和影响力；也是老城厢士绅和上海新移民在与租界洋人竞争和合作中可以借用的社会资源和
文化资本。

对于那些早先进入上海老城厢的外地人，或者从上海周边进城的人来说，随着租界的扩张和发展
而一步步从老城厢向租界扩展似乎是必由之路。 这既是近代上海城市化发展的路径，也是这些先行
者保持他们早先进入到老城厢以来，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的需要。 他们通过积极参与租界
各项社会事务，如慈善救济等，继续保持在上海的身份和地位，也方便更好地融入上海都市社会。 实
际上，他们不仅通过自身的积极进取进入租界发展，同时也借助了老城厢慈善组织等社会文化资本，
并通过在租界进一步参与慈善事业等来维护在都市社会中的地位。

两租界内不仅慈善组织越建越多，其中部分组织，如仁济善堂的规模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最终
后来居上，成为上海慈善界的中坚和领导者。 民国中后期，老城厢和闸北慈善组织的主要领导者，纷
纷进入租界慈善组织董事会等领导机构，通过交叉任职或兼任职务的方式，成为租界慈善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 实际上，老城厢和闸北慈善界人士从南北两面进入租界慈善组织，并最终领导了租界华人
慈善事业的发展。

因此，华人慈善组织在租界的扩张，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华人社会资本的扩张，也是租界华人与洋
人争夺慈善事业主导权、领导权的竞争，有与洋人抗争的、民族主义的一面。 上海土著与外来移民，华
人与洋人，通过慈善事业这一媒介，都更好地融入上海都市社会之中，整合了上海都市社会的发展。

作者简介：阮清华（１９７６—　 ），男，湖南宁乡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深圳特区改革开放史研

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梁羡飞（１９８３—　 ），男，广东茂名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深圳特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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